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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新建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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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构建包含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内的三主体演化博弈模型，从多主体博弈的视角探讨行业维度新建

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演化稳定机制，并以历年环保部出台的清洁生产标准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对相关命题进行

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行业内企业新建概率和新建企业数量，证实了行业维

度“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性，且中央与地方策略互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一效应的发挥；新建企业的“污

染避难所效应”具有显著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效率以及所有制异质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低污染企业、低效率企业以

及非国有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更显著。未来，可以从推进工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过程管理转型，促进污

染行业绿色转型升级；强化环境治理垂直监管，弱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激励，保障地方环境公共产品有

效供给；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行业和区域针对性，优化行业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编制清洁生产规划，不断建

立健全清洁生产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改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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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自由贸易中，相对于发达国家严格的环

境规制标准，发展中国家具有较为宽松的环境政

策，导致污染密集型产品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高

污染产品在发展中国家集中生产，形成了“污染避

难所效应”（Walter 和 Ugelow，1979；Copeland 和

Taylor，2004）。在中国典型的政治集权、经济分权

的央地治理结构特征下，地方政府面临税收竞争、

保障就业以及政治晋升等多重激励。为尽可能吸

引外商投资、技术、人才以及企业等流动性要素，地

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税收

减免、信贷优惠等政策措施，甚至不惜付出环境污

染的代价，通过放松相关环境标准吸引污染企业落

户，以实现创造本地就业和税收的目的，现实中则

表现为大规模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从沿海地区向内

陆地区转移的态势，使得企业呈现出典型的“污染

避难所效应”，这一效应的发挥成为环境规制下的

污染企业跨区域流动的典型规律。2020年4月，中

央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

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此背景下，通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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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将有助于引导企业的区域与行

业选择，促进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不同

地区、不同行业进行资源配置，成为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

探讨环境规制下行业内企业的动态变化对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义重大。但大多数研究都重

点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空间选址的影响，鲜有学者

关注其对行业选择的影响，亦即缺少行业维度“污

染避难所效应”的研究证据。比如，大多数研究证

实了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迁入不利，企业

倾向于在环境规制比较宽松的地方安家落户，表现

出典型的“污染避难所效应”（Becker和Henderson，
2000；List和Mchone，2003；周浩和郑越，2015）。也

有学者发现，新建企业倾向于布局在环境规制水平

较低的行政边界地区，从“边界效应”的角度揭示了

“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杨昕等，2014）。究其原

因，一方面，在新古典技术不变的静态视角下，环境

规制提高了企业引入污染治理设备、污染技术研发

同与之配套的劳动力人员聘用成本，也提高了相关

的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这间接提高了企业的选址

成本。在实现企业污染外部性内部化的同时，也显

著降低了企业的期望利润（Feiock 和 Rowland，
1990；Gary，1987）。另一方面，从技术变化的动态

视角来看，环境规制还可能会激励企业提高创新水

平应对环境规制压力，具有促进企业创新与技术进

步的波特效应（创新补偿效应）（Lanoie et al.，2008；
Porter，1991；Porter和Vandelinde，1995）。在波特效

应的影响下，很多地区即便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企

业依然倾向于选择落户，“污染避难所效应”失灵。

比如，吴磊等（2010）构建了一个环境规制与企业进

入壁垒的理论模型，发现环境规制有利于吸引企业

选址。张彩云等（2018）发现，短期内，环境规制不

利于新建企业选址落地，对新建企业选址存在非线

性的影响关系。与之不同的是，吴磊等（2010）构建

了一个环境规制与企业进入壁垒的理论模型，发现

环境规制有利于吸引企业选址，周长富等（2016）发

现环境规制对新建企业选址有区域异质性，促进了

东部地区 FDI的流入，但却抑制了中西部地区 FDI
的流入。

分权体制下，环境规制“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发

挥可能依赖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策

略互动。一方面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策略互动，环

境政策可能会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博弈的重要工

具。其中，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

策略互动行为，分权水平较高可能有助于提高环境

规制的执行力度，加大环境公共产品保障供给。另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之间环境规制“逐底竞争”，地方

政府拥有执行环境规制的自由裁量权，为了吸引流

动性资源可以降低环境规制标准，其他地区会模仿

邻近地区的环境政策，从而陷入“逐底竞争”的恶性

循环（Otates和 Schwab，1988）。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环

境规制是否影响企业的行业选择“污染避难所效

应”？中央与地方政府策略互动对“污染避难所效

应”的发挥存在何种影响？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密

集程度、生产率以及所有制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

应”是否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一方面，

在理论上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探讨环境规制“执

行”与企业“新建”决策的博弈关系，探讨新建企业

“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的理论机制以及中央与地

方政府策略互动对这一效应发挥的影响。另一方

面，实证上有别于区域研究视角，基于准自然实验

（Quasi-experiment）的方法，探讨中国历年清洁生产

标准政策对行业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有助于克

服污染治理投资、政府环保支出、排污费、环保税、

污 染 物 排 放 处 置 率 和 达 标 率 环 境 规 制 指 标

（Mani 和 Wheeler，1997）的内生问题和企业自选择

效应（Mani 和 Wheeler，1997；Eskeland 和 Harrison，
2003）。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以及可得性，本文基

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0—2013数据库微观数

据①，采用多期DID方法对行业层面“污染避难所效

应”的存在性、异质性以及影响机制等进行检验。

问题的解决对于引导环境规制政策从末端治理向

过程管理转变，提高环境规制行业针对性，提高行

业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有重

要意义。

二、理论机制及命题假说

引入了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演化博弈的视

角，在一个多主体博弈的分析框架内，深入剖析环

境规制政策执行对于企业新建决策的影响机制，讨

论中央与地方策略互动行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

针对演化博弈分析提出相应的命题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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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假设

基于不完全理性假设，构建一个包含地方政

府、中央政府、企业 3个博弈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

探讨不同博弈主体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除探讨地

方政府执行中央环境规制政策对新建企业选址的

影响，并借以验证“污染避难所效应”外，更侧重于

观察中央与地方政府策略互动对“污染避难所效

应”发挥的影响。

第一，博弈主体及博弈策略。设定演化博弈主

体={1，2，3}={地方政府、新建企业、中央政府}，而且

不同的主体都是有限理性决策者，中央政府可视为

地方政府的上一级行政单位，每一次博弈从 3个决

策群体中抽取某一个体进行重复博弈。地方政府

策略集界定为S1={执行，不执行}，“执行”是指地方

政府严格贯彻中央环境规制政策，出台一系列针对

企业的污染治理政策，“不执行”是指地方政府不重

视环保督察，对污染治理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企

业面临的策略集是S2={新建，不建}，“新建”意味着

企业有利可图并在当地建厂，一般而言，在污染避

难所假说作用下，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降低了企业

预期环境成本，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期望利润和选择

新建的概率，反之则反是；对中央政府而言，中央政

府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具有监督的责任，其策略

集S3={监督，不监督}，“监督”是指对地方政府补贴

或者处罚，“不监督”则意味着不监管。

第二，博弈主体策略选择概率。地方政府选择

环境规制“执行”策略的概率是 x，选择“不执行”策

略的概率是 1-x；企业选择新建策略的概率是 y，选
择不建的概率是1-y；中央政府选择监督的策略是 z，
选择不监督的策略是 1-z；而且 x∈（0，1），y∈（0，1）

以及 z∈（0，1）。
2.参数设定与收益支付矩阵

基于环境规制与企业选址的相关理论，对地方

政府、新建企业与中央政府等不同博弈主体的成本

与收益参数进行假定。对地方政府而言：地方政府

的固有收益是V，执行环境规制的收益是 h，执行成

本是C1，执行环境规制带来经济损失是G，不执行环

境规制的损失是P。对新建企业而言：企业新建利

润为L1，进入成本为C，当L1＞C企业才会选择进入，

企业不建于此而维持在其他地区生产的收益 L2。

中央政府的初始收益为Z，监督的成本为C2，不监督

的监督成本是0。
除以上个体的独立行为外，还有必要进一步假

定博弈主体之间的策略互动结果：（1）政府执行给新

建企业的遵从成本C3，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波特

效应B；新建企业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经济收益为M；

政府执行会给新建企业一定的环境补贴S。（2）中央

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策略互动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

制政策执行的重要制度因素（潘峰等，2015），取决于

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成本、中央环境支出以及地方环

境收益及对中央的收益贡献等，因此有地方政府执

行为中央贡献的收益是βh，其中β反映了地方政府对

中央政府环境规制收益支付系数，α反映环境规制政

策造成的经济损失系数，带来的经济损失αG；中央监

督成本J以及中央环境支出E，给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的专项补贴Q；地方政府不执行给中央带来的环境

损失是βP；中央监督对地方政府罚款是F。（3）企业

与中央互动：企业新建为中央创造的收益为βM。表

1反映了地方环境规制执行、企业新建以及中央监督

等动态演化博弈下的收益支付矩阵。

表1 博弈主体策略组合及收益支付矩阵

博弈主体

地方政府x
新建企业y
中央政府 z

策略组合

（执行，新建，监督）

（不执行，新建，监督）

（执行，不建，监督）

（不执行，不建，监督）

（执行，新建，不监督）

（不执行，新建，不监督）

（执行，不建，不监督）

（不执行，不建，不监督）

地方政府收益

V+h-C1-G+M-S-E+Q

V-P+M-F

V+h-C1-G-E+Q

V-P-F

V+h-C1-G+M-S

V-P+M

V+h-C1-G

V-P

新建企业收益

L1-C+B-C3+S

L1-C

L2

L2

L1-C+B-C3+S

L1-C

L2

L2

中央政府收益

Z-C2+βh-αG+βM-J-Q

Z-C2-βP+F+βM

Z-C2+βh-αG-J-Q

Z-C2-βP+F

Z+βh-αG+βM

Z-βP+βM

Z+βh-αG

Z-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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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弈主体的期望收益

在不同的博弈策略选择下，对企业、地方政府

和中央政府等博弈主体的合作和非合作策略的期

望收益进行计算（计算过程略），可知企业选择“新

建”与“不建”策略期望收益分别是U21与U22：

U21=x（B+S-C3）+L1-C （1）
U22=L2 （2）
地方政府选择“执行”与“不执行”的期望收益

分别是U11与U12：

U11=y（M-S）+z（Q-E）+（V+h-C1-G） （3）
U12=yM+zF-V-P-F （4）
中央政府选择“监督”与“不监督”的期望收益

分别是U31与U32：

U31=yβM+（Z-C2-βP+F） （5）
U32=x（βh-αG+βP）+yβM+Z-βP （6）
4.演化稳定策略与命题假设

企业新建选址决策不仅与环境规制强度有关，

还取决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监

督力度。在地方政府、企业、中央政府三者之间的8
种博弈策略组合中，假定地方政府规制政策以及中

央监督决策对于新建企业而言是外生的，重点探讨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影响新建企业选址的演化

稳定策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行为。

第一，地方政府“执行”与企业“新建”机制。基

于复制动态机制原理，企业群体“新建”复制动态方

程为：

F（y）= dy
dt =y（U21-U2）

=y（1-y）［x（B+S-C3）+L1-L2-C］ （7）
基于F（y）=0可求出复制动态方程的三个演化

均衡点分别是：

y=0，y=1或者x=x*= L2+C-L1
B+S-C3

（8）
那么对y求解一阶导数可知：

=F（y）'=（1-2y）［x（B+S-C3）+L1-L2-C］dF（y）
dy

（9）
因此有：

F（0）'=［x（B+S-C3）+L1-L2-C］ （10）
F（1）'=［x（B+S-C3）+L1-L2-C］ （11）
其中，B为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C3为遵从成

本效应，S则为企业污染治理补贴收入，则B+S-C3
表示环境规制执行给企业新建带来的期望收益：一

方面，如果这一数值大于0或者（B+S-C3）﹥0，则当

x﹥x*时，F'（0）﹥0，F'（1）﹤0，因此 y=1是演化稳定

策略，当地方环境规制给企业新建带来的预期收益

大于0，地方环境规制执行概率越高，则企业新建的

概率也就越大，原因在于波特效应以及地方补贴效

应对企业具有主导影响；当 x<x*时，F'（0）﹤0，F'（1）
﹥0，因此 y=0是演化稳定策略，当地方政府环境规

制执行的概率小于某一程度，则企业倾向于不建

立，说明“污染避难所效应”并不显著。另一方面，

当环境规制执行给企业带来的期望收益小于0或者

（B+S-C3）﹤0，若 x>x*时，F'（0）﹤0，F'（1）﹥0，可知

y=0是演化稳定策略，说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

的概率超过某一程度之时，企业倾向于“不建”；同

理，当 x<x*时，F'（0）﹥0，F'（1）﹤0，可知 y=1是演化

稳定策略，当环境规制执行概率低于某一程度时，

企业倾向于新建，“污染避难所效应”起到了主导作

用。图1反映了演化相位图。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

到命题1：多主体博弈下，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的

合规成本而影响企业新建决策，降低了企业新建的

概率，表现出显著的“污染避难所效应”。

第二，中央与地方策略互动演化博弈机制。遵

循复制动态方程建立、求解复制动态方程演化均衡

解和演化稳定策略讨论的步骤，一方面对中央政府

“监督”与地方政府“执行”策略的演化博弈关系进

行了分析，另一方面讨论了地方政府“执行”影响中

央政府“监督”的演化稳定策略，揭示了中央与地方

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行为，限于篇幅未呈现演化相

位图及计算过程。

总结可知，中央与地方政府策略互动对环境规

制政策效应存在一定的影响，将会影响环境规制

“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发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

地方政府之间在环境规制的执行上都存在一定的

策略行为，对环境规制的执行产生影响，而不同主

体之间博弈策略行为的机制根源都来自中央与地

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分配关系。1980 年的“分灶吃

饭”和1989年的“财政包干”制度将竞争机制引入公

共领域，1994年推行的以财政收入集权为特征的分

税制改革，显著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实际支出责任，

加剧了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政治晋升以及就业保障

的压力，构成了地方政府竞争制度根源（傅勇和张

晏，2007；贾俊雪等，2011），在此背景下，环境政策

成了地方政府横向竞争以及中央与地方博弈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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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具，一方面，严苛的环境规制标准会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经济损失、污染密集产业破产，并引发失

业问题，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竞争到底”的方式降

低环境标准，吸引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流入，而财政

分权则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完全执

行问题，削弱了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

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

行为，财权上收将会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竞争的压

力，而财权下放则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的压力，财

政分权则有助于提高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导致拥

有较高财政自主权的地区倾向于提供更多的公共

产品支出（包括环境公共产品支出），而以上两种力

量都可能会弱化环境规制的“污染避难所效应”。

可得命题2：多主体博弈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策略

互动会抑制环境规制的“污染避难所效应”，这一效

应的发挥取决于“竞争到底”机制下环境规制的不

完全执行和地方公共产品支出水平。

三、政策背景与实证设计

为进一步克服环境规制政策的内生问题，估计

环境规制政策的净效应。选择以环境保护部（原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历年针对制造业行业出台及实施

的清洁生产标准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考虑到清洁生

产标准政策的多时点冲击属性，将在基于倾向得分

匹配法筛选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多期DID模

型开展相关命题的检验。

1.清洁生产标准政策

长期以来，环境规制多采用末端治理模式，容

易产生运行成本高、污染转移等问题。自2003年以

来，针对具体行业的环境规制，中国环境保护部（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布和实施了56项清洁生产标

准，包括 2003年的 3项，2006—2007年集中实施的

22项以及2008—2010年出台的31项修正标准。行

业分布集中在钢铁、造纸、化工、金属冶炼等高污染

行业，对企业生产工艺与装备、废物回收利用、资源

能源利用、污染物产生、产品和环境管理等全过程

管理提出了要求。清洁生产标准为清洁生产环境

评价和审核提供了技术支持，是中国清洁生产的环

境评价和审核的重要依据，公布了清洁生产标准的

行业比其他行业面临着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

2016年国家发布的《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空

间管制、总量管控和环境准入的指导意见（试行）》，

明确规定，通过列表的方式，提出规划范围内禁止

准入及限制准入的行业清单、工艺清单、产品清单

等环境负面清单，并说明清单制定的主要依据、标

准和参考指标。清洁生产标准规制的实施将末端

控制转为过程控制，是环境规制策略的重大转变

（韩超和胡浩然，2015）。
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的标准调整以及 4位数行业代码可识别的原则，选

择其中的 28项制造业行业的清洁生产标准作为外

生政策冲击（见表2），探讨其对新建企业选址的“污

染避难所效应”的影响。

图1 地方政府影响企业决策的演化相位图

(a) 地方政府演化相位图 x＞x﹡ (b) 地方政府演化相位图 x＜x﹡

(c) 地方政府演化相位图 x＞x﹡ (d) 地方政府演化相位图 x＜x﹡

环境规制与新建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研究

135



区域经济评论 2021年第1期

2.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第一，多期DID模型。由于清洁生产标准政策

在多个年份实施，基于Beck et al.（2010）的多期DID
模型设定，以清洁生产标准政策实施为外生政策冲

击事件，以检验行业维度“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

性，基础模型如下：

Yjt=αTreatjt+γΖjt+δt+fj+εjt （12）
其中，被解释变量Y代表新建企业变量，包括行

业新建企业虚拟变量（N）或新建企业数量（CN），t
代表年份，j代表行业。企业区位选择取决于期望

利润，参考 list和Mchone（2000）的研究，在企业备选

空间数量较多、备选空间较小的条件下，将企业的

区位（行业）选择问题转换为新建企业选址（行业）

问题。

被解释变量为新建企业虚拟变量 N 和行业新

建企业数量CN。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若数

据库中企业开工时间与样本观察时间一致，则被识

别为新建企业（周浩和陈益，2013）。行业新建企业

数量则来自于行业新建企业数量的加总。

核心解释变量为清洁生产标准政策冲击变量

Treat。不同于仅有一年政策冲击的DID研究，多期

DID方法则将不同政策实施年份对应的行业均识别

表2 环保部清洁生产标准

序号

1
2
3
4
5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标准编号

HJ/T 125—2003
HJ/T 126—2003
HJ/T 127—2003
HJ/T 183—2006
HJ/T 186—2006
HJ/T 184—2006
HJ/T 185—2006
HJ/T 187—2006
HJ/T 188—2006
HJ/T 190—2006
HJ/T 315—2006
HJ/T 316—2006
HJ/T 360—2007
HJ/T 402—2007
HJ 444—2008
HJ 445—2008
HJ 448—2008
HJ 450—2008
HJ 452—2008
HJ 467—2009
HJ 473—2009
HJ 476—2009
HJ 474—2009
HJ 475—2009
HJ 513—2009
HJ 512—2009
HJ 558—2010
HJ 559—2010
HJ 581—2010

标准名称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炼焦行业

皮革鞣制加工（猪、轻革）

啤酒制造业

甘蔗制糖业

食用植物油工业（豆油和豆粕）

纺织业（棉印染）

电解铝业

氮肥制造业

基本化学原料制造业（环氧乙烷/乙二醇）

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

乳制品制造业（纯牛乳及全脂乳粉）

彩色显像（示）管生产

白酒制造业

味精工业

淀粉工业

制革工业（牛轻革）

印刷电路板制造业

葡萄酒制造业

水泥工业

氧化铝业

氯碱工业（聚氯乙烯）

纯碱行业

氯碱工业（烧碱）

铅电解业

粗铅冶炼业

铜冶炼业

铜电解业

酒精制造业

实施日期

2003/6/1
2003/6/1
2003/6/1
2006/10/1
2006/10/1
2006/10/1
2006/10/1
2006/10/1
2006/10/1
2006/10/1
2007/2/1
2007/2/1
2007/10/1
2008/3/1
2008/11/1
2008/11/1
2009/2/1
2009/2/1
2009/3/1
2009/7/1
2009/10/1
2009/10/1
2009/10/1
2009/10/1
2010/2/1
2010/2/1
2010/5/1
2010/5/1
2010/9/1

资料说明：为了使行业数据在1998—2013年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将GB/T4754—1994年版的行业分类与GB/T4754—2002
年版的行业分类进行转换，进一步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在2002年和2011年的调整目录，手动对四位数行业代码进行

统一，并确保两位数行业代码统一到2011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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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策冲击行业，回归模型中仅包含政策冲击时间

与政策冲击行业两类信息的政策虚拟变量 Treat
（Gentzkow，2006）。考虑到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滞

后效应，将政策冲击一期（及之后年份）的行业设定

为 Treat=1，其他未受到政策冲击的行业设定为

Treat=0②。

控制变量Ζjt包括：（1）行业集聚指数（CICA），基
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每个企业的行政区划编

码和街道、地址信息与百度API数据库进行了编码

匹配，识别出了 283万家企业的经纬度地理信息数

据，进一步计算了城市维度的企业经度变异系数

（CVLO）和维度变异系数（CVLA），因此可计算行业

集聚 CICA=-ln（CVLO×CVLA）；（2）行业平均工资

（CICW），反映行业的平均用工成本；（3）行业平均

中间投入品（CIC），反映了行业间产业关联水平；

（4）δt为时间固定效应，fj为行业固定效应，εit为残差

扰动项。

第二，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本文的数据来源

于 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规

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在 500 万元及以上，2011 年

提高到2000万元）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根据实际需要

对数据库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匹配合并。参考

Brandt et al.（2012）的研究，以“法人代码”“企业名

称”“地区（市、县）”“电话号码”“行业代码（三位数、

四位数）”“主要产品”“开工年份”“邮政编码”“登记

注册类型”“国有控股情况”等 10个基准变量，逐步

分邻近两年、邻近三年、最后统一匹配到全体年份

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其次，剔除异常值。删除核

心指标缺失或为负的样本，包括企业总资产、工业

总产值、实收资本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等

指标；删除与一般会计准则不符合的样本，如总资

产小于流动资产、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以及利润率

大于1；删除就业人数小于8人的企业。最后，价格

平减。为消除通胀膨胀的价格影响，以样本初始年

份 1998年为基期，利用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工业

生产者购买价格指数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分别对工业总产值、中间投入、本年折旧、固定资产

合计及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进行价格平减。

表3呈现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行业新建企业数量

企业新建虚拟变量

行业集聚指数

行业平均工资水平

行业平均中间投入品

单位

个

—

—

元

元

变量

CICN

N

CICA

CICW

CICM

观测样本

2464
2 595 717

2464
2464
2464

均值

58.72
0.0284
4.965
4809
42268

标准差

97.94
0.166
0.252
6314

32656

Min
0
0

4.224
318.1
4264

Max
686
1

5.838
223305
633512

四、实证结果讨论

对环境规制影响行业维度“污染避难所效应”

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财政

分权的调节机制，以及研究结论在污染密集度、企

业生产率以及企业所有制等不同维度的异质性，最

后对行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微观机制进行讨论，

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1.基于PSM-DID方法的回归结果分析

为尽力确保政策冲击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样

本 一 致 性 特 征 ，借 鉴 Bludell et al.（2000）和

Heyman et al.（2007）的相关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

配法（PSM）对政策冲击年份的样本进行逐年匹配，

以剔除两组得分差异较大的样本③。表 4 呈现了

PSM-DID方法下的基准估计结果。

第一，环境规制的行业层面“污染避难所效应”

显著存在。列1与列2中环境规制政策Treat系数均

显著为负，说明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

了行业新建企业数量以及抑制了企业新建概率，从

行业层面证实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性。这

意味着，作为典型的源头控制、过程管理型环境规

制政策，中国历年实施的清洁生产政策显著提高了

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污染治理成本，有助于通过推动

企业动态化进入与退出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结论是对既有研究中区

域维度“污染避难所效应”的重要补充，为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与新建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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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行业企业动态化行为以及优化行业资源配置

提供了证据。此外，研究结论还证实了清洁生产标

准这一严格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

性，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环境污染治理的市场

失灵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实施市场导向型环境规制

政策的有益补充。

第二，中央与地方策略互动行为弱化了环境规

制“污染避难所效应”。以财政分权作为中央与地

方策略互动代理变量，研究发现，表 4列 3和列 4中

环境规制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Treat×CFD系数均显

著为正，表明中央与地方在环境规制政策的策略互

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

发挥，财政分权水平越高，环境规制则更有利于新

建企业数量的增加，亦即，地方财政分权水平的提

高有利于提高对企业选址落户的吸引力。可能是

因为，一方面，地方财政分权水平越高，则可能会面

临更加严重的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问题，弱化了环

境规制的合规成本效应。在宽松的环境政策下，企

业所承受的环境成本也就更低，有助于吸引一些污

染密集性行业流入。除了对中央环境规制政策的不

严格执行，在当前的绩效考核下，由于严苛的环境规

制标准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损失、污染密集产业

破产，并引发失业问题，因此地方政府还倾向于采取

“竞争到底”的策略，通过降低本地环境规制水平吸引

污染密集型企业流入。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可能强

化了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财政分权水平越高则对

应着更高的地方公共产品支出，包括环境公共产品

的保障供给，有助于促进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以及引

进污染处理设备，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环境

规制的提高反而会提高企业的迁入吸引力。

2.新建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的样本异质性

特征

环境规制对新建企业的影响存在污染密集度、

企业生产率以及企业所有制方面的异质性特征。

鉴于此，对高污染行业HP与低污染行业LP、高生产

率HTFP与低生产率LTFP、国有企业STATE以及非

国有企业NSTATE样本进行了区分和设定④。由于

关注的重点是环境规制对行业新建企业数量的影

响，因此在样本划定之后，对行业新建企业数量进

行了重新计算。表5呈现了环境规制对行业新建企

业数量的影响异质性。

第一，环境规制“污染避难所效应”具有污染

密集度异质性，对低污染企业的影响效应更突出。

表 5中的列 1和列 2检验了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行

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和低污染行业的

影响系数分别为-13.24和-37.98，且均通过1%的显

表4 基准模型：PSM-DID估计

模型

变量

Treat

Treat×CFD

CICA

lnCICW

lnCICM

Constant

行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N

-0.0213***

（0.0022）
—

—

-0.0092***

（0.0032）
0.00844***

（0.001）
-0.00640***

（0.0012）
0.0721***

（0.0195）
yes
yes

1 076 362
0.322

2
CN

-13.01***

（0.4580）
—

—

404.1***

（1.273）
20.73***

（0.301）
-56.77***

（0.347）
-1,524***

（7.427）
yes
yes

2464
0.844

3
N

-0.00482
（0.00368）

0.0330***

（0.00299）
-0.0100***

（0.00367）
0.00930***

（0.00121）
-0.00735***

（0.00142）
0.0794***

（0.0223）
yes
yes

772 818
0.357

4
CN

-0.544
（0.721）
16.96***

（0.534）
470.8***

（1.561）
25.20***

（0.353）
-60.54***

（0.411）
-1,853***

（8.964）
yes
yes

2464
0.842

数据说明：*、**、***分别表示通过10%、5%、1%显著水平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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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平检验，行业“污染避难所效应”显著，但环境

规制对低污染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强。这一结论与

张彩云（2018）研究结论类似，说明不能对所有行业

实施“一刀切”的环境规制水平，对不同污染程度行

业制定不同的环境规制标准。原因在于，环境规制

的最优结果是吸引低污染、高效率企业进入行业，

抑制高污染、低效率企业进入，从而实现优化行业

内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

第二，环境规制“污染避难所效应”具有企业效

率异质性，对低效率企业的影响效应更突出。列 3
与列 4显示，环境规制对不同效率的新建企业都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污染避难所效应”显著，但环境

规制对低效率企业新建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与高效

率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低效率企业合规成本效应

更显著，为了规避环境规制成本，低效率企业更倾

向于进入环境规制标准较为宽松的行业。

第三，环境规制具有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对非

国有企业的影响效应更突出。表5列5和列6显示，

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都有显著抑制

作用，行业“污染避难所效应”显著，但对非国有新

建企业的数量抑制作用更强，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

的预算软约束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规制

所带来的合规成本压力。另外，国有企业资金实力

雄厚，有较强的人才引进和绿色技术研发激励，波

特效应更显著。相比而言，非国有企业对环境规制

成本更加敏感，缺乏绿色技术研发投资激励。

表5 环境规制“污染避难所效应”异质性检验

模型

类别

变量

Treat

CICA

lnCICW

lnCICM

Constant

行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污染密集度

HP
-13.24***

（0.330）
-66.38***

（1.835）
0.669**

（0.319）
15.85***

（0.452）
199.2***

（8.979）
yes
yes

2464
0.769

2

LP
-37.98***

（1.498）
524.1***

（1.631）
30.08***

（0.422）
-63.00***

（0.465）
-2 161***

（9.902）
yes
yes

2464
0.857

3
全要素生产率

HTFP
-12.88***

（0.498）
407.8***

（1.399）
20.75***

（0.329）
-56.08***

（0.384）
-1 549***

（8.188）
yes
yes

2464
0.844

4

LTFP
-13.53***

（1.182）
387.2***

（3.075）
20.66***

（0.738）
-61.09***

（0.817）
-1 399***

（17.77）
yes
yes

2464
0.846

5
所有制属性

STATE
-3.798***

（1.062）
251.7***

（3.156）
3.072***

（0.658）
-20.53***

（0.662）
-983.5***

（17.13）
yes
yes

2464
0.75

6

NSTATE
-13.76***

（0.493）
418.4***

（1.368）
20.80***

（0.33）
-64.10***

（0.399）
-1 523***

（8.097）
yes
yes

2464
0.848

数据说明：*、**、***分别表示通过 10%、5%、1% 显著水平检验；括号内是标准误。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是环境规制对行

业新建企业数量的影响，因此在样本划定之后，本文对行业新建企业数量进行了重新计算。

3.环境规制“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微观机制检验

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政策冲击行业的新建企

业数量，行业“污染避难所效应”显著。表 6试图揭

示其内在微观机制，列 1至列 4分别以新建企业虚

拟变量 N、企业利润率 PRATE、企业管理费 MFEE
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lnTFP_OP为被解释变量，

并将企业管理费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环境规

制“合规成本效应”与“波特效应”的代理变量。结

果显示，列 1中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新建的概

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

在。列 2 中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水

平，这一结果成为企业流向高环境规制行业的负

向激励。列 3和列 4分别从合规成本效应（或遵从

成本效应）与波特效应的视角，检验了环境规制影

响企业利润水平的内在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

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管理费用，与企业环境治理费

用支出密切相关，但波特效应不显著。这一结论

符合理论机制中演化稳定策略的演变，环境规制

激励企业实现了从{执行，新建}到{执行，不建}的演

化稳定策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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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基于演化博弈的视

角探讨行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机制。进一

步，为缓解环境规制的内生问题以及评估政策“净

效应”，以历年环保部出台的清洁生产标准政策为

准自然实验，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

和多期DID模型，对相关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

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行业

内企业新建概率和新建企业数量，证实了行业维度

“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性；中央与地方策略互动

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一效应的发挥；新建企

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具有显著的污染密集型、企

业效率以及所有制异质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低污染

企业、低效率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污染避难所

效应”更显著。进一步，根据相关结论得到了以下

政策启示。

1.加快推进工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过程管

理转型，促进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升级

研究从行业层面证实了行业维度“污染避难所

效应”的存在以及中国清洁生产政策的有效性。

结果证实，严苛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政策显著增加

企业污染治理支出压力，倒逼行业内部企业进入

与退出的动态化，政策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且研究结论还表明，严格的命令—控制型环境

规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环境污染治理的

市场失灵问题，是多元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不可

或缺。但在当前中国工业企业污染防治中，依然

存在着重末端治理、轻污染预防与过程管理的问

题，清洁生产理念不仅未能在企业环境管理中得

到广泛重视，在制度建设以及工作任务推进方面

也未被列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这就要

求，强化落实当前出台的一系列清洁生产标准政

策，加快推进工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污染预

防与过程管理转型，对企业生产工艺与装备、废物

回收利用、资源能源利用、污染物产生、产品和环

境管理等全生命周期过程进行环境监管；进一步

加强宣传与执法力度，引导企业树立“绿色青山就

是金山银商”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提高

企业污染预防与过程管理意识。

2.强化环境治理垂直监管，弱化地方政府环境

规制不完全执行激励，保障地方环境公共产品有效

供给

研究结论证实，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的环

境规制不完全执行行为可能会导致“污染避难所效

应”不显著，使得清洁生产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

表6 环境规制“污染避难所效应”的机制检验

模型

变量

Treat

CICA

lnCICW

lnCICM

Constant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N

-0.0213***

（0.0022）
-0.0092***

（0.0032）
0.00844***

（0.001）
-0.00640***

（0.0012）
0.0721***

（0.0195）
yes
yes

1 076 362
0.322

2
PRATE

-0.0005***

（0.0002）
-2.29e-05
（0.0002）

0.0002**

（7.43e-05）
-0.0002*

（8.71e-05）
0.0013

（0.0014）
yes
yes

1 073 890
0.321

3
MFEE

0.0337***

（0.0099）
-0.0381***

（0.0145）
0.0297***

（0.0048）
0.0135**

（0.0056）
6.753***

（0.0880）
yes
yes

1 076 362
0.836

4
lnTFP_OP

0.0447
（0.0304）
-0.0520***

（0.0132）
-0.214***

（0.00239）
0.246***

（0.006）
4.376***

（0.0472）
yes
yes

421 258
0.822

数据说明：*、**、***分别表示通过10%、5%、1% 显著水平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在被解释变量中，N为新建企业虚拟

变量、PRATE为企业利润率、MFEE为企业管理费、lnTFP_OP则为基于OP法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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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这就要求，一方面，持续深化环境监管制度改

革，推动环境监管从传统的“督企”到新时代“督政”

的垂直监管模式转变，将环境治理效果的检查对象

由企业转向地方政府，实现中央环保督察的法治

化、常态化、制度化，有效约束与减少地方环境治理

不作为行为，弱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激

励。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环境垂直监管效果，可考

虑将中央环保督察结果作为地方官员晋升与绩效

考核的重要指标，提高环境绩效考核权重，破解中

央与地方目标激励不相容难题。另一方面，中国环

境治理具有典型的属地管理责任特征，导致分权体

制下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日益增加，需要不断

完善中央与地方治理结构，创新相应的制度安排，

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未来，要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提高中央在地方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加大对地

方环境治理的政策支持力度，减少地方环境治理财

政支出压力，实现地方财权事权相匹配，通过赋予

地方政府更多财权以及减少环境治理事项支出责

任的“双管齐下”方式，保障地方环境公共产品有效

供给。

3.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行业和区域针对性，优

化行业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

研究证实，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具

有显著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效率以及所有制异质

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低污染企业、低效率企业以

及非国有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更显著，而且

还表现出以财政分权水平为代表的空间分异特

征。这就要求，对高污染、低效率的行业企业出

台更为严苛的环境规制标准，激励企业加大污染

治理投入，引进治污处理设备，提高企业环境治

理能力。此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利用市场机制推动企业进入和退出的

动态化，提高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加大对高效

率、低污染企业的研发支持力度，给予其一定的

污染治理设备引入补贴支持，实现企业环境污染

外部性内部化。提高市场化水平高、环境治理激

励强的东部发达地区环境规制强度，针对规模较

大、技术水平高、污染治理任务重的行业领军企

业，出台更精准的环境规制政策，充分发挥企业

的规模、资金、人才、研发优势，激发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波特效应，以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绿

色创新转型升级。

4.加快编制清洁生产规划，不断建立健全清洁

生产工作机制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两山论”的

日益深入人心，污染防治理念将实现从末端治理向

预防为主、过程管理的思维方向转型，“十四五”时期

工业领域污染预防与治理将成为企业绿色转型发展

的主线任务，迫切要求出台针对性的清洁生产规划

以及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以保障清洁生产工作的顺

利推进。具体而言，首先，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在“十四

五”时期加快出台国家层面的清洁生产规划，由地方

出台配套规划以及行动计划；其次，成立由国务院牵

头的清洁生产推进工作小组，解决清洁生产标准与

政策碎片化问题。中国清洁生产政策出自多个部

委，除了由生态环境部主导出台的清洁生产标准外，

还包括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生态环境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体系，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单独发布的清洁

生产政策等，清洁生产标准与政策碎片化问题突

出。因此，有必要成立中央层面的清洁生产专门工

作小组，完善多部门协调机制，解决多部门博弈、信

息不对称以及政策碎片化等问题。最后，实现清洁

生产工作机制与环境管理制度的高效衔接。在中央

环保督察、排污权许可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等环境

管理制度建设领域，通过不断完善清洁生产工作机

制，以及做实、做细清洁生产推进工作，寻求两者的

有效结合点，不断创新清洁生产促进工业污染防治、

产业节能减排与升级改造的新模式。

注释

①本文选择国家统计局 2000—2013年的企业数据样本，主

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与生态环境部清洁生产标准

政策出台时间区间（2003—2010年）相匹配，以更好地利用

准自然实验思维探讨这一环境规制政策对微观企业的影

响。2003—2010年，针对具体行业的环境规制，中国环境保

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布和实施了56项清洁生产标

准，包括 2003年的 3项，2006至 2007年集中实施的 22项以

及2008—2010出台的31项修正标准。除此之外，为了估计

出政策的“净效应”，准自然实验思维下的DID方法也要求，

对政策效应的讨论也尽量限定在政策冲击后的较短时间内

（通常是 1—3年）。第二，选择这一区间是为了保证数据在

时间与地区连续性。根据国家统计局以及清华大学中国经

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资源，最新规上企业财务数据

已经公开至2016年，但仅有北京、上海以及浙江3个省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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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数据，且仅按 10%的比例随机抽取。这一数据既无法

满足本研究的地区全面性要求，也不符合准自然实验方法的

要求。综上，本研究选择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0—2013
年数据库微观数据展开相关分析。②这一设定有助于缓解

企业新建时间为政策冲击之前所带来的效果高估问题，比

如，环保部针对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2511）的政

策实施日期是2003年6月1日，那么很有可能相关行业企业

的新建时间发生在2003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1日之前，

与政策冲击无关，因为环保部公布的清洁生产目录中，仅能

识别政策冲击时间，无法获得更多企业新建的时间信息，若

在 2004年设定 time =1，至少保证从 2003年 6月 1日开始实

施的环境规制政策有了半年的执行效果。③具体思路是：

以政策冲击Treat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工业增加值、企业就

业人数、企业年龄以及企业的流动资产合计等变量为解释

变量，基于Probit模型计算企业的倾向得分值，进一步，采取

半径匹配法（Radius Matching Method）在政策冲击行业内寻

求未受到政策冲击行业的匹配样本，结果得到一组新的企

业Ap={T，Cp}，其中T表示受到环境规制政策冲击的行业，Cp
表示匹配后未受到环境规制政策冲击的企业。以2006年为

例，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剔除了 680家企业，通过对倾向得

分匹配平衡性检验发现，变量匹配后标准偏差均大幅度降

低，匹配之后的 t值都从显著变得不显著，表明实验组与对

照组特征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的PSM-DID估计结

果呈现了环境规制对新建企业选址影响的“净效应”。④具

体而言，对高污染与低污染行业。本文基于相关研究对染

密集型行业进行界定（李蕾蕾和盛丹，2018），将两位数制造

业行业样本中的制造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

料制造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

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

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

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设定为高污染行业HP，其他制造业行业设定为低污染行

业 LP。对于高效率与低效率行业。基于OP法计算了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大于中位数则定义为

高效率企业，行业高效率企业样本为HTFP；反之则定义为

低效率企业，行业低效率企业样本为LTFP。对于国有企业

与非国有企业。将注册为国有企业或国有股权占比大于

50%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其他则为非国有企业。因此，

行业国有企业样本定义为STATE，行业非国有企业样本定义

为NSTATE。

参考文献

［1］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

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
［2］金刚，沈坤荣.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

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J］.管理世界，2018（12）.
［3］贾俊雪，郭庆旺，宁静.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

政解困［J］.管理世界，2011（1）.
［4］林善浪，叶炜，张丽华.时间效应对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

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8（2）.
［5］刘钜强，赵永亮.交通基础设施、市场获得与制造业区

位——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J］.南开经济研究，2010（4）.
［6］刘修岩，张学良.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中国

地级区域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0（11）.
［7］孙博文，雷明.市场分割、降成本与高质量发展:一个拓展

新经济地理模型分析［J］.改革，2018（07）:53-63.
［8］王杰，刘斌.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4（3）.
［9］吴磊，李广浩，李小帆.中国环境管制与FDI企业的行业

进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8）.
［10］徐瑛，陈澍.中国工业劳动力蓄水池现状及其对新建企

业选址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5（3）.
［11］张彩云，盛斌，苏丹妮.环境规制、政绩考核与企业选址［J］.

经济管理，2018（11）.
［12］张华.地区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研究——对环境规制

非完全执行普遍性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16（7）.
［13］张俊妮，陈玉宇.产业集聚、所有制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

的区位选择［J］.经济学（季刊），2006（3）.
［14］张友国，郑世林，周黎安，等.征税标准与碳关税对中国

经济和碳排放的潜在影响［J］.世界经济，2015（2）.
［15］周浩，陈益.FDI外溢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J］.管理世

界，2013（12）.
［16］周浩，余壮雄，杨铮.可达性、集聚和新建企业选址——来

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5（4）.
［17］周浩，郑越.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来自新建

制造业企业选址的证据［J］.南方经济，2015（4）.
［18］周长富，杜宇玮，彭安平.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我国FDI

的区位选择?——基于成本视角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

济研究，2016（1）.
［19］ Becker R，V Henderson. Effects of Air Quality

Regulations on Polluting Industri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0（2）．

［20］Benjamin F Trade Integration，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al Trunk
Highway System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2014（3）.

［21］Condliffe S，O A Morgan. The Effects of Air Quality
Regulations on the Location Decisions of
Pollution-Intensive Manufacturing Plants［J］.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2009（1）．

［22］Copeland B R，M S Taylor.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3）．

［23］Coughlin C，Segev E. Location Determinents of New
Foreign-owned Manufacturing Plants ［J］. Journal of

142



Regional Science，2000（2）.
［24］Eskeland G S， A E Harrison． Moving to Greener

Pastures? Multinationals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1）．

［25］Feiock R，C K Row L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ovement of Chemical
Production Among States［J］.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1990（3）．

［26］Guimaraes P，Figueiredo，O Woodward D.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ortugal［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0（1）.

［27］Henderson J V，Turner M， A Kuncor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5）．

［28］Holl A. Manufacturing Location and Impacts of Roa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pain［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2004（3）.

［29］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3）.

［30］Lanoie P， Laurent-Lucchetti J， Johnstone N.

Environmental policy，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insight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2001（3）.

［31］List J A，W W Mchone．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air
quality regulations on“dirty”firm births: evidence from
the neo-and mature-regulatory period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00（2）．

［32］Mani M，D Wheeler． 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s?
Dirty Industry Migr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Development，1997（3）.

［33］Porter M E，Towards A. Dynamic Theory of Strateg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1（S2）．

［34］Porter M E，C V D Linde．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4）.

［35］Venables A J. Shifts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ir
Causes ［J］. Lse Research Online Documents on
Economics，2006（12）.

［36］Xu H， K Nakajima. Highway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of China［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17（2）.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Pollution Heaven Effect”of New Enterprises

Sun Bowen
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a three-agent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including the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and
discusses the evolutionary stability mechanism of the“pollution refuge effect”of newly-built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agent game. Using the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the relevant propositions were empirically tested using the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policie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ver the year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policy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probability of new enterprises and the number of new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which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the“pollution
refuge effect”of the industry dimension，and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hibit the effec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ollution refuge effect” of newly-built enterprises show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pollution-intensiveness， enterprise efficiency， and ownership heterogeneity. The“pollution refug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low-polluting enterprises，low-efficiency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future，we can improv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erminal governance to process management，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olluting industries；strengthen
vertical supervis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eaken incentives for incomplet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and ensur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local environmental public products；improve the environment the
industry and regional pertinence of regulatory policies optimizes the efficiency of industry and reg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speed
up the preparation of cleaner production plans，and continuously establish and improve cleaner production working mechanism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s；Multi-period PSM-DID； Industry Pollution Refuge
Effect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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